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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 “中华民族” 的三个论断

石　 硕① 

摘　 要： 一百年前， 梁启超不仅提出 “中华民族” 概念， 且对其有三个论断。 这三

个论断是梁启超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得到的睿见与核心认识， 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一

百年过去，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不但未过时， 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预测还

得到完全应验。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 这三个论断不仅有助于提升和坚定我

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信念， 同时对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基本特点， 仍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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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多知道梁启超是 “中华民族” 概念的提出者， 却很少了解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

个论断。 这三个论断是 １９２２ 年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一文中提出的。① 掐指一算，
今年正好过去 １００ 年。 但是， 这三个论断今天读来仍熠熠生辉、 振聋发匮， 不仅给中华民族的每

一成员以极大的鼓舞、 信心和启迪， 同时也为我们从宏观层面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特质及未

来走向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这三个论断分别是：
（１） 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２） 此复杂巩固之民族， 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３） 此民族在将来， 绝不至衰落， 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②

细细揣摩、 领会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这三个论断， 我们不得不由衷敬佩这位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中国杰出思想先驱的独到眼光与见识———他不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且对此概念所指称

的中华民族实体有着非同寻常的认识和理解。 今天， 在中国日渐崛起并再度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温百年前同样处于大变局时代梁启超探索

“中华民族” 概念的历程， 从时代变迁高度领会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这三个论断， 不仅将提升我们

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 也有助于从理性层面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内涵及特

点的认识和理解。 为此， 本文拟就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 “中华民族” 这三个论断作一讨论。

一、 为什么说 “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毫无疑问，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 是一个自成一体、 环环相扣的逻辑链， 是在深

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中华民族” 内涵与特质基础上提出来的。 为此， 我们须以梁启超提出中华

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讨论， 方能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三个论断提出之缘由与

依据。
第一， 梁启超作出 “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这是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

·０５·

①

①

②

基金项目： 中央四部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四川大学基地” 专项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石　 硕，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 ３４ 页。
下文所引 《饮冰室合集》 均据此版本。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１～３２ 页。



仔细考察梁启超中华民族相关论述， 我们大致可将其探索和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过程划分为

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 年， 梁启超在滞留日本期间， 把当时世界思潮中具有现代民族国家

意涵的 “民族主义” 之 “民族” 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 从而提出了 “中华民族” 概念。
第二阶段是梁启超 １９１２ 年回国后， 重新检讨、 反省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再度全面、 系统梳

理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与民族活动， 最终于 １９２２ 年发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①
此文中， 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定义、 认识与理解大为升华。 正是在此文中， 梁启超提出了有关中

华民族的三个论断。
梁启超身处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大变局时代。 王朝国家是以专制王权为核

心来凝聚国家， 那么， 现代国家靠什么来构建国家和凝聚国民？ 这在当时并无现成答案。 １９ 世

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 清王朝这架老旧躯体日呈衰败之状， 大批爱国仁人志士开始纷纷探索救国救

亡真理， 梁启超正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梁启超既是爱国救亡活动的实践者， 也是极具影响力的

知识精英和思想先驱。 １８９８ 年戊戌变法失败， 使救国图存遭受重大挫折， 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直到 １９１２ 年回国， 在日本滞留了 １４ 年。 正是在日本期间， 梁启超发现了一个振兴国家和团结国

民的 “法宝” ——— “民族主义”。 其欣喜之情充分表露于 １９０１ 年撰写的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中： “民族主义者， 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 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 我亦毋侵他族之自

由。 在于本国， 人之独立， 其在于世界也， 国之独立。”② 次年， 在 《新民说》 中， 梁启超又再

次写道： “自十六世纪以来 （约四百年前）， 欧洲所以发达， 世界所以进步， 皆由民族主义 （Ｎａ⁃
ｔｉｏｎｌｉｓｍ） 所磅礴冲激而成。 民族主义者何？ 各地同种族、 同语言、 同宗教、 同习俗之人相视如

同胞， 务独立自治， 组织完备之政府， 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③ 我们不难看到， 梁启超推崇

当时西方及世界许多地区兴起的 “民族主义” 与 “民族国家” 含义中的 “民族” 概念， 是将之

视作 “谋公益而御他族” 的法宝， 并敏锐地意识到 “民族主义” 观念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

中国社会乃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④ 从 “谋公益而御他族” 的表述看， 梁启超正是要用具有

“民族主义” 意涵之 “民族” 这一新的思想资源来谋求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⑤
为此， 梁启超立即着手对中国历史上的 “民族” 进行考察。 这一艰巨工作的成果体现于其

两篇宏文。 一是 １９０５ 年发表的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二是 １９２２ 年发表 《中国历史上民族

之研究》。 两文是 ２０ 世纪从 “民族” 角度全面考察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 正是在将 “民族” 置

于中国历史脉络的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一文中， 梁启超正式提出了 “中华民族” 概念。⑥
不过， 在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中， 梁启超首先在如何定义 “中华民族” 上遭遇极大

困境。 该文开篇即云： “今之中华民族， 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故该文讨论的乃是 “先秦以

前， 分宅中国本部诸族， 除炎黄一派之华族 （注曰： 谓中华民族也， 以下省称华族） 以外， 凡

得八族， 今分论之。” 这 “八族” 分别是 “苗蛮族” “蜀族” “巴氐族” “徐淮族” “吴越族”
“闽族” “百粤族” “百濮族”。⑦ 该文的考察对象 “分宅中国本部诸族”， 并非中国整体视野。
故得出的结论是： “前所论列之八族， 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要之， 自有史以来，
即居中国者也。 而其中， 除苗、 濮二族外， 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⑧ 从这一结论看， 文中的

“中华民族” 含义主要倾向于指 “中国本部” 之汉族。 当时梁启超或许已隐约感到， 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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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 “中国本部” 之汉族过于狭窄， 故在文末的附录中， 特收录了 “《史记·匈奴传》 戎狄各

义考” 和 “春秋夷蛮戎狄表”。①
需要指出， 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发现并竭力推崇 “民族” 概念并非仅凭直觉和一时冲动，

而是结合当时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状况对 “民族” 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和考察。 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受

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 （Ｂｌｕｎｔｃｈｌｉ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ｓｂａｒ） 提出的 “美国民族， 不同地， 不同血统， 而不

得不谓之一族也” 观点启发， 提出 “合汉、 合满、 合回、 合苗、 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 的思路，
认为： “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 始成一新民族。 在昔罗马帝国， 及今之北美合众国，
是其例也。”② 梁启超将 “民族” 作为整合中国社会、 求国家强盛的新的思想资源， 目的正在于

“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 始成一新民族”， 这是他探索和提出 “中华民族” 概念的初

衷。 但 １９０５ 年其定义的 “中华民族” 显然未达到此目的。 由于中国民族的复杂性， 加之历史贯

性与传统视野使然， 尽管梁启超的考察多达 “九族”， 却未能跳出以中国本部之汉族来定义 “中
华民族” 视野与思维范式。③ 显然， 这与其先前思考的 “合汉、 合满、 合回、 合苗、 合藏， 组成

一大民族” 和 “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 始成一新民族” 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严重偏离。
正是充分意识到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在定义和阐释 “中华民族” 时存在严重缺陷，

时隔 １７ 年， 即 １９２２ 年， 梁启超发表了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再次对中华民族构成、 演变

轨迹及形成机制作全面、 深入探讨。 此文长达两万余字， 是在积十余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反省、
检讨及周密思考基础上完成的。 此文立足中国整体地域， 上起三代， 下迄近世， 以宏阔的视野和

深厚的史学功力， 纵横捭阖， 对中华民族凝聚与融合诸族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 不

但详叙了历史上众多 “夷狄” 融入 “中华民族” 的过程， 还囊括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所有参与中

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民族。 这些民族包括 “中华族” “蒙古族” “突厥族” “东胡族” “氐羌

族” “蛮越族” 六大族系， 其下又分诸族， 为数甚众。④
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 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构成及特点提出两个极高明的见解：
（１） 以 “对他而自觉为我” 的 “民族意识” 来定义中华民族：

血缘， 语言， 信仰， 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 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 径指为民族

之分野。 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 在 “民族意识” 之发现与确立。 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

而自觉为我。 “彼， 日本人； 我， 中国人。” 凡遇一他族， 而立刻有 “我中国人也” 之一观

念浮现于脑际者， 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⑤
此定义彻底摆脱了先前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定义中华民族的局限、 困境和纠结， 具

有极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 切合中华民族的实质是 “中国各民族一体” 这一基本要义， 也符合

梁启超 “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 始成一新民族” 之初衷。 此定义至今仍是我们理解

“中华民族” 概念之精髓。
以 “对他而自觉为我” 的 “民族意识” 来定义中华民族， 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复杂性使然。

梁启超提出这一定义， 本身已包含了对中华民族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２） 从发展、 变化角度来认识中华民族的构成：

曰 “诸夏”， 曰 “夷狄”， 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 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
随时变迁。 甲时代所谓夷狄者， 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 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

夷狄发现。 如是递续编入， 递续接触， 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 遂得以成立。⑥
这段论述精辟地道出一个事实： 历史上 “华夏” 与 “夷狄” 之分是相对和暂时的， 二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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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相互转换， 甲时代的 “夷狄” 到乙时代则转化 “华夏”； 乙时代 “华夏” 由于战乱造成的迁

徙、 流散等原因到甲时代则融入 “夷狄”。 这种从动态而非静态、 从变化而非固化、 从相对而非

绝对来看待 “华夏” 与 “夷狄” 界线和关系的观点， 不仅完全切合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合与交融

之实际， 即便今天对我们动态地看待和理解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 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
可以认为， １９２２ 年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是梁启超研究和阐释 “中华民族” 概念的一

个最终成果， 是其中华民族认识臻于全面与成熟的标志。
由此， 我们不难看到， 梁启超对 “中华民族” 的定义与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从 １９０２

年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 １９０５ 年以梳理和探讨 “分宅中国本部诸族” 历史源流来论

叙中华民族， 到 １９２２ 年发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梁启超前后用了近 ２０ 年时间才对中华

民族内涵及特点形成较成熟的认识。 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 使梁

启超前后差不多用了 ２０ 年时间才给中华民族找到一个能够涵盖中国所有民族的恰当定义。 此经

历使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复杂性有深切感悟， 这正是其将之称为 “极复杂之民族” 的原因。
那么，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 “为一极巩固之民族”？ 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 梁启超

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聚合与连结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 共归纳出了八个

方面：
（１） 华夏民族与各族之间的平等交往贯穿始终。
（２） 中原政权征服周边民族， 多以 “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 使其逐渐同化”。
（３） 中原政权向周边地区移民， 带来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４） 中原政权征服他族， “徙其民入居内地， 使濡染我文明， 渐次同化。 如秦晋徙陆浑之戎

于伊川， 汉徙百越于江淮， 汉魏徙氐羌于三辅， 唐徙突厥于塞下之类是。”
（５） 出于经济上的动机， 民族分布格局常被打破， 带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 交融。
（６） 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 “经若干岁月之后， 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 如鲜卑、

女真、 满洲诸朝代是也。”
（７） 周边的民族部落或个人 “以归降或其他原因” 进入中原地域， 渐渐融入到华夏之中。
（８） “缘通商流寓” 造成民族之间的沟通、 交融与同化。①
梁启超认为，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民族之间这八种交往交流交融途径与方式， 使各民族之

间的相互聚合与连结得以持续不间断地进行， 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共同性不断得到积累和

增长。 中华民族所以 “能持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 成为 “极巩固之民族”， 正

有赖于此。

二、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 “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对这一问题， 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虽着墨不多， 但却高屋建瓴， 用极简

炼的文字， 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磨难和痛苦作了如下概述：
然三千余年， 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 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 而先民精力之消耗于

此间者亦不可纪极。 进化所以濡滞， 职此之由， 今此大业之已成就者则八九矣。 所余一二

———如蒙回族未同化之一部分之庚续程功， 与夫此已成民族之向上发展， 则为人子孙者所当

常念也。②
梁启超虽用 “三千余年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 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 这一看似平淡

的语句来概括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 但这句话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和

分量， 却无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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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对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付出的 “极大之代价”， 梁启超用了一个十分形象

与生动的词——— “蜕化”， 其指出：
四五千年， 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 故精力所耗虽甚多， 然根柢亦因之加厚。 凡民族当

化合进行期内， 如动物之蜕其形， 其危险及苦痛之程度皆甚剧。①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伴随了无数的战争、 杀戮、 生灵涂炭和动荡迁徙。 过去， 我们常有一种误

解， 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但农民起义其实往往只是序曲，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

数改朝换代乃是通过民族之间大规模冲突与战争来实现的。 从宏观角度上说， 民族之间的大规模

冲突与战争是促成中华民族不断凝聚与扩大的重要驱动力， 也是民族间实现较彻底的大规模联

系、 交融的重要途径， 但所伴随的苦难和代价同样巨大而沉重。 诚如梁启超所言： “凡民族当化

合进行期内， 如动物之蜕其形， 其危险及苦痛之程度皆甚剧。”② 这正是梁启超作出中华民族

“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这一论断之依据和缘由。
不过， 梁启超同时也指出， 中华民族 “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 故精力所耗虽甚多， 然根

柢亦因之加厚”。 事物总是两面的， 虽然中华民族 “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但 “根柢亦因之

加厚”。 这个加厚的 “根柢” 就是新的民族加入为中华民族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恰如陈寅

恪在论及南北朝至隋唐历史时所言：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旧染既

除， 新机重启， 扩大恢张， 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③ 唐朝能够 “创空前之世局”， 中华民族呈

现蓬勃活力和博大恢宏之气象， 正源自于长时段民族融合为其注入的新鲜血液。
梁启超还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付出的 “极大之代价” 同欧洲进行对比：

我族以环境种种关系， 能合而不能析， 民族员之数量， 数十倍于欧洲诸族， 则化合期

间， 固宜视欧洲加长。 我国黑暗时代之倍于欧洲， 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④
这无疑是梁启超的一个睿见。 中国历史上民族整合时间之长， 吸纳的民族种类之多， 付出的

代价之巨， 乃至民族分布地域之广， 均为世所罕见。 有鉴于此， 梁启超认为中国发展所以较欧洲

迟滞， “我国黑暗时代之倍于欧洲， 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 也就是说， 中国及中华民族， 均为

其体量之庞大， 吸纳和整合的民族种类之众多而付出高昂代价。 尽管梁启超称 “此或亦其原因

之一也”， 用的是推测和不确定语气， 但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付出的极大代价同中国发展较欧洲

滞后联系起来思考， 无疑是一个独到见解。 事实上， 从欧洲民族走的是 “析分” 之路， 而中国

因环境等原因导致中华民族 “能合而不能析”， 走的是 “华夏” 与 “夷狄” 之间不断整合与交

融之路这一历史特点来看， 梁启超的观点无疑颇具价值， 是从宏观、 整体上观察对比中国与欧洲

民族发展道路的一个睿见， 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与欧洲历史及民族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 由

此可见，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 “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这一论断， 视野宏阔， 并将之置于中

国与欧洲、 中华民族与欧洲民族所走不同道路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和观察。

三、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 “在将来绝不至衰落， 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梁启超称中华民族 “在将来， 绝不至衰落， 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这是基于对中华民族

之生命力的深刻认识， 对其未来发展前景作出的判断与预测。
让人惊讶的是， 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这一预测， 今天已完全得到应验。 一

百年来， 尽管历经无数苦难、 困厄与浩劫， 恰如国歌中所唱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到

了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但历经苦难、 困厄与浩劫的中华民族却既未垮掉， 也

没有分裂， 而是走过无数坎坷， 仍顽强地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存续和发展。 一百年来， 特别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 中华民族不仅坚韧不拔地站起来， 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富起来、 强起来。 今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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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已经以让世界瞩目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比梁启超早一百年的拿破仑曾说过：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 当这头睡狮醒来时， 世界都

会为之发抖。”① 拿破仑此言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拿破仑这句话的传播与流行曾

对在厄难中苦苦抗争的中华民族起过巨大鼓舞作用。 但梁启超作为谙悉中国历史、 文化和承先启

后的思想先驱， 作为 “中华民族” 概念的提出者和对中华民族特质与发展脉络作过系统、 深入

研究的历史学家， 其在一百年前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预测， 显然应有充足的历史事实和学理依

据。 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 梁启超提及作出此判断的两个基本理由：
（一） 因历史悠久所形成的共同性及包容差异之能力， 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的生命力。
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 梁启超基于对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认识， 提出两个

有关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经典之问：
第一， 中华民族为何不被其他民族所同化， 总是成为同化其他民族之主体？
第二， 中华民族 “何故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 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②

这是关涉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两个原问。 它不但反映中华民族 “为一极巩固之民族”， 亦说明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 在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 梁启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系统

分析与探讨， 并总结概括出以下八个原因：
（１） 我所宅者为大平原， 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 则凡栖息此间者， 被其影响， 受

其函盖， 难以别成风气。
（２） 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 诸族言语虽极复杂， 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

公用工具。 故在同文的条件之下， 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３） 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 非惟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 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

淡泊， 怀远之教胜， 而排外之习少， 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 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４） 地广人稀， 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 徙置之结果， 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
（５） 我族爱和平， 尊中庸， 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 恒表相当的尊重 （所谓因其风不易

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 坐是之故， 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 假以时日， 同化自能奏效。
（６） 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 血族婚姻， 既在所排斥， 故与他族杂婚盛行， 能促进彼

我之同化。
（７） 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达高度， 常能以其余力向外进取， 而新加入之分子， 亦于经

济上、 组织上同化。
（８） 武力上屡次失败退婴之结果， 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 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薰育，

渐变其质， 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 数次南渡， 挟有文化以灌东南， 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
梁启超针对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聚合与演进所概括的上述八个原因，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

类： 一类是关于中华民族的 “共同性”， 另一类则是关于中华民族的巨大 “包容性”。
“共同性” 主要体现于三条： 其一， “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 其二， 文字的共同性所起凝

聚作用； 其三， 华夏民族 “与他族通婚盛行”。
其一， “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始终依赖并伴随一个 “主干的文化

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 “中华文明” （或 “中华文化” ）。 民族作为特定的文化人群， 其

形成与发展总是以文化为根基， 并与文化的发展相依相伴、 如影随形。 事实上， 中华民族的形成

过程， 也是中华各民族密切交融并逐渐形成 “中华文化” 体系的过程。 梁启超这里所称的 “主
干的文化系”， 正是指体系性、 主干性的中华文化。 史学家蒙文通也指出： “中国地广人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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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长期统一， 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① 这一主干性文化体系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

创造的。② 故梁启超称 “凡栖息此间者， 被其影响， 受其函盖， 难以别成风气”。 所以， “主干

的文化系既已确立” 乃中华民族之 “共同性” 的主要体现。 这个既已确立的 “主干文化体系”
也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主要凝聚核心。

其二， 文字共同性所起凝聚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 “诸族言语虽极复杂”， 但 “同文” 即以

象形汉字作为 “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 却一直是主流。 先秦时代， 象形汉字在表达上已趋成熟

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形成了 “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 的大势。 中国最

早的一批思想文化典籍， 莫不是以该文字为表达和记录工具。 自秦统一六国， 实行 “书同文”，
进一步促成汉文的推广普及。 历史上从周边入主中原的各民族， 在建立政权后也无不学习、 阅读

汉文典籍并以汉文作为官方文字。③ 因此， 梁启超认为 “在同文的条件之下， 渐形成一不可分裂

之大民族”， 也就是说， “同文” 在各民族之间产生的共同性和发挥的凝聚作用， 正是中华民族

得以形成与聚合的重要机制之一。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 也谈到同样的观点： “中国之能

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④ 这与梁启超称中华民族 “在同

文的条件之下， 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意涵完全一致。
其三， “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 血族婚姻， 既在所排斥， 故与他族杂婚盛行， 能促进彼我

之同化”。 通婚是民族间发生联系、 交融的最有效之途径， 也是民族之间消除彼此隔膜、 产生信

赖和好感并逐渐形成共同性的重要文化与血缘机制。 正因为如此， 历代中央王朝多选择通过与周

边民族政权的 “和亲” 即政治联姻来消除相互隔膜和敌对， 建立友好关系。 这是从政治层面进

行的跨民族通婚， 其影响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 但这里， 梁启超着重强调的却是多为正史

所缺载， 但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的民间层面进行的民族之间的通婚。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 后者

在凝聚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持久和巨大。 由于华夏民族宗族观念浓厚，
严格秉持 “同姓不婚” 的原则， “故与他族杂婚盛行， 能促进彼我之同化”。

如果说， “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 “同文的条件” 及 “与他族杂婚盛行” 等反映的主要是

中华民族突出的共同性， 那么， 所归纳八条中的其余各条， 则着重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巨

大 “包容性”。 例如， 称华夏民族 “爱和平， 尊中庸， 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 恒表相当的尊重

（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 坐是之故， 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 假以时日， 同

化自能奏效”。⑤ 又如 “我族 （中华民族） 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 而排外之习

少， 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 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⑥ 以及 “各民族交互徙置， 徙置之结果，
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⑦ 等等， 都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巨大包容性。

其实， 从梁启超归纳的八个原因看，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 “共同性” 与 “包容性” 始

终紧密交织、 相辅相承并相得益彰地发挥作用， 二者共同构成并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生命力。 过

去有一种倾向， 比较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而相对忽视其包容性， 事实上， 这是因思维方法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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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蒙　 默： 《蒙文通学记》，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 页。
诚如翁独健指出： “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 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 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 （包括历史上已消
失的民族） 共同创造的。”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５
页。 习近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的 “四个共同”， 即地域共同开
拓， 历史共同书写， 文化共同创造， 精神共同培育。 其中也强调 “中华文化” 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从此意义上说， 事实上 “汉字” 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中华民族的通用文字。 之所以被称作 “汉字”， 原
因正如顾颉刚所言： “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 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 于是
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 把我们唤作秦人、 汉人、 唐人。 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 成为国外最流
行的名称； 汉朝享国最久， 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 “汉字” 的称呼也出于同样道理。 所以
“汉字” “汉语” 自古以来所起作用就是中国通用语言文字。 参见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边疆
周刊》 第 ９ 期，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美］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 张　 沛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９ 页。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３ 页。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３ 页。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３ 页。



带来的一种 “盲视” 和 “片面”。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 “共同” 与 “包容” 从来就是一

体两面， “共同” 是结果和方向， “包容” 则是路径和动力。 如果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共

同体， 那么， “包容” 正是这个共同体赖以形成的根基。 是因为有 “包容” 才产生了 “共同

性”， 因为有 “共同性” 才产生了中华民族。 这是基本逻辑顺序。 所以， 中华民族赖以形成与发

展的思想和精髓在于 “包容”， 在于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梁启超称中华民族 “在将来绝不

至衰落， 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所形成的 “共同性” 及巨大包

容性的深刻认识， 基于对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深刻体悟。
（二） “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 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
梁启超称 “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可见其对中华民族 “构成复杂” 的特点

有深刻认识。 正是基于此认识， 梁启超作出 “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 则其民族发展之

可能性愈大” 的论断。 为什么说民族的构成愈复杂则发展之可能性愈大？ 生物学上有一个定律，
叫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定律认为， 生物多样性越突出， 则生物群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越

强。① 多年前， 我在蒙古草原上作田野考察， 中途停车休息， 同行的一位蒙古族学者爬在路边草

原上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问， 方知他在数草的品种。 他告诉我， 判断一块草原是否优质， 标准

很简单， 在一平方米 （或一平方尺） 范围内看它有多少草的品种。 过去的牧民们通常用这个方

法来鉴定草原质量的优劣。 其所依据正是生物多样性定律。 同样， 一片森林， 如果树的品种单

一， 种类偏少， 那么， 该森林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就会趋于脆弱， 一场病虫害可能使整个森林遭受

灭顶之灾。 反之， 如果一片森林中树的品种多样， 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就会增强， 抗御病虫害和各

种灾害的能力也会大幅增强。 人类也是生物， 同样具有生物属性， 故生物多样性定律亦同样适用

于人类社会。 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和民族， 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同样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中国古

人云：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② 所诠释的正是多样性、 复杂性对于文化及社会的意义。 也就

是说， “单一性” 和 “同质化” 将带来脆弱和难以为继的结果， 而唯有复杂、 多样基础上产生的

“和”， 才能形成稳定与包容， 并生发出活力和生命力。 费孝通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多样性、
复杂性归纳为 “多元一体格局”。③ 习总书记用 “石榴籽” 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与复杂

性， 指出： “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体包含多元， 多元组成一体， 一体离不开多元，
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多元是要素和动力， 两者辩证统一。”④ 不但深刻反映

中华民族是一个稳定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体， 同时也揭示出梁启超所言 “凡一民族之组成

分子愈复杂者， 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 之学理依据。
显然， 一百年前梁启超作出中华民族 “在将来绝不至衰落， 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这一

论断， 并非主观愿望使然， 亦非想当然的臆测， 而是以充足的历史事实与学理依据为基础。 这个

基础即是， 其一， 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共同性和包容差异之能力， 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生命力； 其

二， “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 则其民族发展之

可能性愈大”。⑤

四、 结　 语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天才”，⑥ 是上个世纪初新旧交替之大变局时代极具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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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
石　 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岳天祥： 《生物多样性研究及其问题》，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国语》 卷 １６ 《郑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４７ 页。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新
闻网：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２９ ／ ｃ６４０９４－２５７６２８４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１ 页、
第 ８ 页。
如陈寅恪所言：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 近世所罕见。” 参见陈寅恪 《杜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寒柳堂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４８ 页。



启蒙者， 是思想先驱、 革命者， 也 “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① 不过， 余以为， 就梁启超

对于时代和中国的贡献而论， 在后人的诸多评价中， 以梁漱溟的一段评价最为贴切：
任公先生一生成就， 不在学术， 不在事功， 独在他迎接新世运， 开出新潮流， 振动全国

人心， 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②
在时代巨变中， 通常会出现一些思想先驱， 他们以独到的眼光、 见识和超凡的敏锐， 在混沌

与迷茫中最先捕捉到新时代的曙光， 从而为国家及本民族的民众指引前行的方向。 梁启超正是这

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启蒙者和思想先驱。 梁启超为后世中国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
不仅在于提出了 “中华民族” 概念， 还在于以深厚的史学功力对中华民族特质与内涵进行了开

创性探索， 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可以说， 梁启超的三个论断正是这种深刻认识和

理解的高度浓缩与提炼， 体现了其对中华民族整体面貌与特质的深刻洞悉。
抚今追昔， 鉴往知来。 尽管一百年过去， 我们仍惊讶地发现， 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

的三个论断不但没有过时， 而且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论断得到了完全印验。 这让我们不得不

由衷钦佩这位一百年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启蒙者和思想先驱的卓越见识与独到眼光。 这充分提示

我们， 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 是他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所获得的睿见与核心

认识， 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 它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把

握中华民族的基本特点， 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Ａ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 ｓ Ｔｈｒｅｅ － Ｐｏｉ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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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２．“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 ｔｈ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ｂｕｔ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ｌｏｎｇ －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ｗ ｈｉｓ
ｋｅｅ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ｅｖｅｎ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ｏｎ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ｅ ｍａｋ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ｕｓ ｔｏｄａｙ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ｏｕ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Ｔｈｒｅｅ － ｐｏｉ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责任编辑　 张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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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为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评价。 参见吴冷西 《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 北京： 新华出
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６３ 页。
梁漱溟： 《纪念梁任公先生》， 《梁漱溟全集》 第 ６ 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４３０ 页。


